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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是一種熟練的習慣而非智能的活動 — 柏拉圖

　　「創造力」一詞在西方世界中早已被廣泛地討論並應用在許多研究領域與工作場合中，

本文將從音樂教育的觀點來檢視近年來創造力在學校教育的地位，並由哲學、心理、文化、

政治、社會、經濟等幾個關鍵因素來說明創造力在音樂教育中被運用與排斥的情形。

壹、哲學因素

一、二元論

　　希臘三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理斯多德以及後來的追隨者建立了傳統西方思想的基

礎，他們認為唯有從客觀角度才能探索真理的起源，這個想法推翻了當時流行已久的詭辯學

家所認為「相對真理中才能找到美善」的想法（Pirsig, 1974）。長久以來，這兩派論點的爭

議使得日後思想家和學者們在從事真理判斷時，不得不兼顧到「智慧型思考」及「感官式觀

察」兩大範疇。由於思想界演變成主、客觀或稱為心智與感官兩極相抗衡的概念，哲學家們

將追求真理的根源建構在這個二元論的思維下，音樂、詩歌、舞蹈、美術和戲劇等泛藝術就

成為客觀的主體而非依附於生命過程中的產物。柏拉圖就認為，雅典未來的領袖唯有接受過

以智慧思考為主軸的課程訓練，才能宣稱他們懂得音樂的本質。 

　　柏拉圖針對音樂演奏與欣賞，包括作曲家、演奏者及聽眾或欣賞者，也有一套精闢的看

法：他以為音樂表演的技術雖然算是一門學問，卻登不上大雅之堂，演奏能力不過是一種苦

練所養成的習慣，不適合成為以追求智慧和知識為主的教育類學科，只好被安排在學校教育

之外。對貴族紳士們來說，演奏樂器僅僅是一種「休閒活動」，因為「儘管每個人都能夠學

會吹笛子，但是絕對沒有一個紳士可以吹得如樂師那般出神入化」。 柏拉圖和亞理斯多德都

認為，演奏樂器是屬於非公民們的工作，甚至呼籲雅典公民和即將成為未來公民的小男孩們

，把時間省下來追求智慧和知識 — 這就是為什麼音樂理論從希臘時期開始就備受重視，並凌

駕於其他音樂活動之上。柏拉圖在他的《法律》第二冊中，可看出他對音樂理論的偏重現象

：「那種不受控制的西塔琴和笛子樂師的絢麗技巧，是我能想像得到最糟的音樂品味」（p. 

24）。

　　和柏拉圖一樣，亞理斯多德在《政治學》第八冊中，也以嘲諷的語言揶揄器樂演奏者的

角色，他主張要將作曲家和演奏者或聽眾間劃出界限。受到他們兩人的思想影響，幾百年之

後音樂演奏訓練依然被排除在正規教育系統之外，西元一世紀羅馬著名的修辭學家 Quintilan

， 在他的書《Instituto Oratoria（演說的起源）》中提到 「他並不鼓勵學生們學會演奏任何樂

器，但是會要求他們學習與和聲學有關的音樂理論」（p. 60）。同樣地，中世紀的 Boethius 

在《De institutione musica, Book I（音樂學第一冊）》中 以及第十世紀的 Guido d Arezzo 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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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者與有音樂素養的學者區分開來。這樣的做法造成日後研究西方思潮的學者們，在評論音

樂活動的好壞時，用上這一套含有階級優劣的標準。

　　啟蒙時期的笛卡爾學派延伸了古典希臘二元論的思考模式，認為音樂本身是一個絕對客觀

的主體，不能與實際演奏技術混為一談。這個學派相信，人全力追求的理想客觀美善，其實存

在於一種出世的沉思冥想的狀態；對他們來說，這個理想典型的價值高過以經驗主義為主導的

實際行動。於是，美學 — 一門從客觀角度來探討事物美的本質的新興學科，開始蓬勃發展。

對這一派美學思想家來說，美的事物必須具有寰宇一致的普遍性（universal），不能與任何文

化或社會因素有關；從此觀點來探究音樂的本質時，作曲家的角色便演變成客觀真理的追求

者。針對這個看法 ，Westerland（1999）反駁說，「這種美學思潮對西方社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尤其在人類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者的角色已被定位成靜默的接受者，而沒有主動參與的成分

存在。」（p. 100）因此，她主張在探索音樂趣味時不該只考慮到音樂本質的普遍性，而是應

該由其特定的時空環境出發。Walker（2000）也有類似的見解，他以「人會因為對音樂產生反

應而手舞足蹈，來證明心智完全控制身體」（p. 38）的說法，更清楚的說，就是在心智與感官

二元論的架構裡，心智明顯地凌駕於身體感官之上。Brown（1999）則認為二元論的客觀思維

模式已經造成人（主體）與技術（客體）二者的分裂。

 

二、客觀再現的美善即真理

　　柏拉圖不僅將各種音樂活動階級化（《理想國》第三冊），還建立一套以哲學為基礎的評

論標準來判斷這些音樂活動的價值。他規定人們只能欣賞或演奏好的音樂和舞蹈，還建議由國

家來審定樂曲和舞蹈作品的內容和使用時機。他進一步主張國家應該建立出一套評量標準來嚴

格選擇好的作曲家（《法律》第八冊），其中有一個有趣的原則，是規定只有五十歲以上的人

才有資格成為作曲家。對柏拉圖而言，音樂的美善價值取決於一套由社會菁英分子共同建立的

客觀標準，優秀藝術品之價值就在於它呈現具有普遍性的「真實」典型。 

　　以柏拉圖思想為中心的課程後來擴大到了七門人文學科，並成為中世紀時宮廷或教會學校

的主要教學內容，後來更成為大學教育中課程架構的基礎。在啟蒙運動之前的西歐社會裡，所

有與音樂有關的研究都屬於學校內學術活動的一部分，舉凡和聲理論、調性心理學（Ethos 氣

質說）以及稍後的作曲方法，都是當時大學音樂課程的一部分（如：巴黎大學），器樂演奏技

術的訓練在當時仍被排除在正式的學校課程之外。然而，隨著人類文明進步，其他人文、數學

及科學等學科開始在大學中蓬勃發展，這些與音樂有關的學術活動便逐漸失去其原有的崇高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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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音樂研究的地位式微之前，哲學家們已展開研究如何為音樂品質作出精確判斷的問

題。經過長期的探索，一套與音樂之美有關的哲學判斷理論基礎 — 音樂美學誕生了，此後，音

樂美學理論不但成為一個讓人們從更多樣化的角度來瞭解各式各樣音樂類型的依據，並且提供

我們在進行美感判斷時所需要的準則。但是，很不幸的是，有些音樂教育工作者誤解了美學當

中許多奧妙之處，錯用這些原則甚至誤導學生。Hickey 和 Webster（2001）有一段論述就是個例

子，他們認為「創作音樂的人必須要由謹慎的計畫開始，⋯ 一首獨特的好作品必須要符合美學

原則，在完全沒有組織、章法及技巧的支持下，讓學生逕自作曲、即興演出 以及聆賞音樂，就

好像是在教室用教科書或錄影帶訓練學生航海一般」（pp. 21-22），根本無法親身享受到航行

時海風拂面、乘風破浪的經驗。

　　先不論Hickey 和 Webster比較航海和音樂創作兩件事是否符合邏輯，他們的看法本身就具

爭議。從他們暗示「作曲家追求的目標在於創造合乎美學原則的典型，且要極盡可能地討好聽

眾」這一點來說，試問：我們會不會因為貝多芬（Beethoven）、瓦雷茲（Varese）、史特拉溫

斯基（Stravinsky）和凱吉（John Cage）有些曲子不受歡迎，就判定這些作曲家們的創造力不足

呢？同樣的道理，我們是否不需要浪費心力去教小孩作曲？因為他們再怎麼努力也達不到那些

嚴格的美學原則所要求「普遍性」典型。長久以來有太多的音樂教育工作者在不知不覺中受到

這個精英美學理論的影響，一味地認為只有源自西方哲學思想之美學價值的音樂才算高級，才

算具有所謂的永恆和普遍性。

　　雖然上述那種「堅持僅以優越的西方美學理論為基礎的創作活動，才能成為學校音樂課

程一部分」的音樂家及音樂教育工作者為數不少，但是持相反意見的人也相當多，他們深信

，在從事任何與音樂活動有關的過程中，就可以看到創造力的再現；以此主張為例，David 

Hargreaves（1999）與Peter Webster（2005）就有截然不同的論點，針對這兩種主張的爭議，史

特拉溫斯基（Igor Stravinsky, 1936, 1970）也提出精闢的評論。筆者個人則以為，就算是有人宣

稱他能創作出一首一段式（through-composed）的樂曲，在創作過程中也許有機會看到創造力的

展現（Humphreys, 1999a），但是，最後在樂曲完成時，它與其他曲子一樣，所謂的原創性似乎

已經不存在，因為那段樂曲已符合了曲式的規矩。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教小孩們遵守以西洋音

樂理論為主的規則來作曲，實在稱不上是有原創性的音樂活動。稱得上具有創造力的作曲或即

興活動，應該是像近年來David Elliot（1995）和其他持相同看法的學者們（e.g., Auh & Walker, 

2003）所提出的，必須要和當時、當地的傳統以及社會文化息息相關，因為只有在特定的時

空、文化、傳統背景裡，具創造力的音樂活動才有它們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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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心理因素

　　音樂創作能力在西方世界中，一直被視為一種即使透過學習也未必能學得來的高超才能。

從柏拉圖開始，作曲能力就是一種優越的特殊才藝，音樂家和美學評論家們根據這些有天分的

優秀作曲家的作品，歸納出一套標準，供後代音樂家們作為追求美善最高境界的準繩。因此，

「作曲」這門從柏拉圖之後就帶有神秘色彩的高深學問，對泛泛之輩來說根本無門一窺究竟，

相較之下，演奏音樂的技巧好像就不是那麼地高不可攀，至少才華平庸的人還有可能學會，至

於音樂欣賞，那更是人人都可以參與的全民運動了。

　　儘管近年來有些音樂教育工作者排斥音樂創作能力是與生俱來的這種說法，這個想法卻在

西方社會裡仍有其不可動搖的地位（Humphreys, 2000）。音樂創造力「天分說」的想法源自

於19世紀時的心理學發展，當時心理學家開始對人類的智商和心智發展感興趣，他們以好、壞

二元論將人類智力分類，發展出一套以天才和智能異常的二大類型，來歸納人類智慧發展的系

統。但是後來一些心理學家們由於達爾文進化理論影響，認為每一個個體生下來就與其他個體

不同，又得到當時數學界流行的自然分配曲線理論的啟示，開始對一般大眾的心智發展的研究

產生興趣。在這同時，大部分優秀的心理學家仍然致力在研究天才或是具有特殊音樂才能的人

，以及他們的音樂能力發展。上述這幾種主要心理學發展趨勢，不僅為後來音樂心理學的研究

建立起了方法學的基礎，也讓音樂心理學家們看到人類音樂能力發展可以是更多面的，不會只

侷限在研究音樂資優的發展（Humphreys, 1993, 1998）；主張人類音樂能力發展呈常態分布的

音樂心理學家和音樂教育者認為，任何人都有能力學會創作音樂。儘管如此，今日一般人還是

對探討音樂創作力有迷思，無法將它們與其他的音樂活動當成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就是為

什麼與現實生活較貼近的音樂演奏活動也漸漸被忽視。 

　　當今音樂教育領域中對創造力較具有爭議的看法，來自認知心理學專家極力反對由心智

與感官二元論出發的美學原理，他們覺得音樂現象絕對不只是「聲音與音響品質的再現」，

音樂的源頭也不是單純的音響排列組合，而是Walker（2000） 所說，與人類生活及生命的延

續息息相關的產物（p. 39）。這些爭議可以用法國作家尤瑟娜（Marguerite Yourcenar, 1976）的

小說《深淵（The Abyss）》中，一段具有嘲諷意味的敘述來引喻，其故事發生在中世紀晚期

，描寫一個虛擬角色 Zeno醫生的行徑：「⋯在他所做過的那些大膽的醫療措施及技術裡，最

令人吃驚的莫過於他親身去給病患開刀，雙手沾滿了血液與膿汁，這簡直是將醫生的高貴身

分往地上踐踏，再也沒有什麼可以比一個醫生選擇公然抗拒他那高貴的職業應有的禮儀和規

範更糟的了⋯」（p. 58）。早從希臘時期，心智高於感官的階級觀念就一直主導著人類文明的

發展，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在西元四世紀時將這個階級概念發揚光大，在他的《懺悔

錄（Confessions, Book 10: XXXIII）》中提到，「心智不該被悠揚的樂聲影響而萎靡不振」（

p. 62）。值得注意的是，今天這種嚴格的二元論思維在哲學或心理學的研究上都已不合時宜，

目前的理論思潮暗示著一種用個體（或身體）經驗累積的知識來解釋人類抽象的心智功能，即

是，人們的內心思維與其顯示於外的表現是一連串認知能力發展的結果（Walker, 2000, p. 30 – 

quoting Dretske, 1994, pp. 133-134）。

　　在這種新的認知理論裡，建構主義教育家所認為「個人學習成果是一系列生活經驗的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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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的看法，受到頗大的質疑。Walker（2000）轉述一位認知學派人類學家的見解：「認知、

理解和詮釋並不是內在的主觀活動，而是一種經由與社會和文化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個人經驗

；而且一定要透過這種獨特的身體感官經驗，有文化和傳統價值的詮釋對個人才會產生意義」

（p. 31; citing Shore, 1991, 1996）。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們開始傾向使用社會化的參與方法來檢視

人類學習的現象，例如：一群音樂家們聚在一起表達各自的音樂意念，經過腦力激盪之後呈現

出一首完整的樂曲，流行音樂界中就有這樣的例子可供參考（Dunbar-Hall, 2002）。

參、文化因素

　　西方音樂教育家長期受到上述的哲學與心理學思想的影響，傾向將創造力定義為一種必

須具有創新意念的作品表現（e.g., Burns, 2002; Campbell & Scott-Kassner, 1995; Durrant & Welch, 

1995; Hickey, 2001; Hickey, 2002; Kostka, 2004; Merrill, 2002; Pitts & Davidson, 2000; Pogonowski, 

2001; Priest, 2002; Regueiro, 2000; Webster, 1992）。Walker（2000）卻有不同的看法，她認為從

文化發展的過程裡，可以看出西方文明產物常常在現實環境中被剝離出來，失去了他們原有的

功能及意義。西方傳統記譜法的存在就是一個例子，透過西方古典音樂記譜系統，音樂家們所

做的其實是依照歷史學家的記載或分析，將樂曲重新詮釋；嚴格說來，這種詮釋過程所要求的

不過是一種思考建構的能力，與創造力沒有絕對的關係（pp. 37-38）。所以，創造力的展現等

於藝術作品的誕生的說法，其實是西方文明優越感之下，二元論與客觀音樂美學理論的產物。

這與其他非西方主流文化大異其趣，這些文化一向致力於保存音樂之原始與宗教的功能以及社

會價值傳統。 

　　美國作曲家庫普蘭（Aaron Copland, 1960）就不認同一些音樂教育家所主張任何人都有能

力可以學習作曲的看法，他覺得作曲技巧是一種高深的學問，並非一般人可以駕馭自如的。

當今知名的心理學家Howard Gardner（1993）、 Mahlyi Csikzenmahyi（1996）和其他人（e.g., 

Feldman, 1984）也認為，頂尖的創造力一定是獨一無二，而且必須出自菁英分子之手。從他們

大量引用古典音樂大師們的作品，就不難看出創造力在音樂領域中的優越性（Ward-Steinman, 

2004），儘管有多數人不這麼認同（e.g., Regelski, 2000; Reimer, 2003），音樂教育家 David 

Elliott （1995）卻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相信有創造力的音樂活動必須是具有相當專業水準

的。 

　　創造力的定義不僅是在西方古典音樂的環境中模糊不清，當我們試著要在學校教育裡介紹

非西洋古典音樂的傳統，也很難清楚地解釋創造力這個觀念。舉例來說，非洲傳統裡「音樂的

創作力是在演出時展現出來的，它似乎與音樂演奏能力沒有多大差異」（Akuno, 2000-2001, pp. 

3-5）。所幸有一些音樂教育者看到將各類不同的音樂活動分開以及堅持精英化作曲傳統的問題

，這些問題與近年來教育界大聲疾呼的多元文化主義的目標背道而馳。可惜沒有多少人看到問

題的癥結，歸咎於人們對音樂中作曲及創造力再現的認識不夠清楚，看看我們至今所使用的教

材與研究文獻等大部分參考資料，都來自西方菁英分子的觀點，與多元文化教育的理想不符（

Koza, 2002），只能說是歐美的優越感和自我民族中心的文化侵略力似乎不曾消失過。 










